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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研发经费投入与我国经济增长
是双向因果关系吗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 ＰＶＡＲ 实证研究
刘丽华近照

刘丽华，沈　 红
（南方科技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中心， 深圳　 ５１８０５５）

摘　 要：大国崛起与该国高校科研的崛起何者在前，何者在后？ 从经济增长的视角来看，
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高校研发投资决策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应该如何倾斜？ 基于

中国大陆 ３０ 个省份 １９９９—２０１９ 年的面板数据构建 ＰＶＡＲ 模型，使用格兰杰因果检验、脉
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分析方法，研究高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经费投入与经济增

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以及这种关系在经济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差异。 研究

发现：第一，高校研发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就全国

样本来看，无论是高校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与经济增长均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但
是它们的整体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 第二，不同类型的高校研发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

用呈现出区域差异。 在发达地区，尽管高校科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但是高校基

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存在双向促进关系，且前者对后者的解释力度更大；在欠发达地

区，高校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应用研究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作

用，整体表现为高校研发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单向促进作用。 高校基础研究是促进应用

研究和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为提高高校研发经费的配置效率，应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情

况采取差异化措施，优化经费配置结构，重视大学基础研究的地位和作用，关注基础研究

与应用研究的联系。 同时，应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激发科研的内生动力，走出一条符合

自然规律和中国特色的科技强国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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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大国崛起离不开对教育和研发的重视与投入。 历史表明，大国崛起伴随着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
而这种转移无不是以原始知识创新和技术突破为基础。 在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后疫情时代，大国竞

争取决于科技进步。 其中，科学主要源于人类基因中对知识和真理的执着，源于探索未知世界的热

情，而技术则是直接面向市场需求的，能够被外部要素直接激励。 在大科学时代，颠覆性技术创新越

来越依托于基础科学理论的重大突破，基础研究不仅可以拓展认识自然的边界，开辟新的认知疆域，
更是科技创新的源泉，是“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 ［１］。

１９４９ 年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我国不仅在教育和科技管理体制上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

的改革和创新道路，而且在军事和经济上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在诸多科技领域，从追赶世界前

沿到逐步实现“并跑”甚至在有的领域实现“领跑”。 在超级计算机、量子通讯、航天工程等领域达到

世界领先水平，在化学、物理、生命科学等学科领域的科研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俨然已经成为世界第

二科学大国、第一论文生产大国，中国崛起和中国科技崛起的声音不绝于耳［２］。 值得反思的是，自西

学东渐以来，我国从未有过转轨型的重大理论突破或颠覆性技术创新，一直都是顺轨型的科技模仿基

础上的不断推进和自主创新［３］。 因此，重视基础研究既是顺应我国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实现从量

到质突破、从点到系统提升［４］、在更多领域自立自强地进行原始创新发展规律的内在要求，也是在国

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突破发达国家技术封锁、摆脱核心技术受制于人、实现中华民族屹立世界民

族之林的必然路径。
高等学校特别是研究型大学，已然成为国家研发的重要力量，高校研发被认为是基础研究的主力

军。 在 ２０２０ 年全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中，高校部分占比为 ４９． ４１％ 。 高校始终以基础研究为重点，
基础研究经费占高校研发经费总投入的 ３８． ５０％ 。 ２０１９ 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全国 Ｒ＆Ｄ 总经费比

例首次突破 ６％大关（２０２０ 年为 ６． ０１％ ），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仍然严重不

足。 “哪里是世界大学的中心，那里就是世界的科技中心，其后该国就成为世界强国。” ［５］这种论断的

得出不仅是由于一流大学源源不断地直接输出人力资本，更在于大学重视基础研究和高深学问，不断

产生新思想和新知识，并可依赖于此培养基础扎实又富有想象力的高素质人才。 学界、政府乃至社会

上从来不缺乏对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大学科研的重要性以及大学科研活动在国家科技实力或经济实

力崛起中的作用的论证或呼吁［６－７］，但是也有部分声音质疑大学科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８］。 反

思高校科研取得的成绩与国家日益强大的相互作用关系，是国家经济实力日益强大依赖大量的人力

物力投入从而使得大学产出优秀的科研成果？ 还是大学的科研活动促进了国家的日益强大？ 简言

之，大学科研与经济发展，到底是谁促进了谁？
与此同时，在公共资源有限和新自由主义盛行的背景下，学术资本主义浪潮兴起。 学界对大学科

研一般存在两种主张：一种认为大学应专注高深学问的纯学术价值，远离商业化和产业化；一种强调

大学知识的实用价值。 这两种主张都表达了对大学的不满。 前者谴责大学被官僚化和商品化所绑

架，陷入理性化“铁笼”，在“效率至上—质量下降—外部问责—提升效率—质量进一步下降—外界进

一步问责”的无限循环链条中迷失自我，舍本逐末；后者不满意大学在应用知识上的作用，认为大学

科研与市场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死亡谷”，大学跟不上时代发展潮流，呼吁大学科研要面向经济需

求［９］。 在大学科研实践中，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应用型大学，都在努力做到“两条腿”走路：既重视

探索人类知识边界的基础研究，也重视面向市场需求的应用研究。 然而，其比例应该如何把控？ 不同

地区是否应该采取差异性措施？ 在实践中，大学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经济增长究竟是实实在在

地发挥着促进作用，还是只是我们的美好期许？ 倘若大学科研对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那么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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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更大？ 简言之，基于经济增长的视角，我国高校科研应该更多地向基础研究倾斜还是向应用研究

倾斜①？ 这种决策会随着地区发展水平差异而呈现异质性吗？ 上述问题的研究既可以补充高校科研

对经济增长理论解释的实证证据，同时又具有政策指导意义。

二、文献述评

１９ 世纪中期，美国实施“赠地法案”，社会服务成为大学的第三职能。 此后，学界对大学应该远离

市场和商业化还是积极参与经济活动的哲学争议就从未停止过。 伴随着产学研理论的不断发展和创

业型大学概念的提出，后者似乎越来越占据上风。 但在实践中，无论是研究型大学还是应用型大学都

倾向于两手抓，专注高深知识和科研可以提高大学的办学水平和学术声誉，积极拥抱市场可以给大学

带来直接经济收益，使得大学“紧跟时代潮流”。 也就是说，在大学实践中，两种发展方向（尽管各自

都问题颇多）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零和博弈，而是有望相辅相成，共同促进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 基础

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相辅相成表现在 ３ 个方面：第一，基础研究是应用研究的动力源泉，技术进步越来

越依赖于科学的发展；第二，应用研究可以反向带动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既可以基于学术旨趣，又可以

通过面向国家需求的重大科技问题带动；第三，大学可以将应用研究带来的经济收益投资于基础研

究，为大学发展的长远目标服务。 大学科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可分为间接作用和直接作用。 间接作

用表现在 ３ 个方面：第一，大学科研中基于学术旨趣的基础研究产生的重大思想和理论突破可以间接

作用于经济增长；第二，面向经济主战场又不直接带来收益的大学基础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可以通

过科技进步作用于经济增长；第三，大学科研活动培养出高素质人才，通过输送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

发挥作用。 大学科研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作用则是指大学科研的实用价值，产生新的产品和技术，通过

直接的技术转让和专利申请获得经济收入。
无论是直接作用还是间接作用，从要素禀赋角度来看就是输出了人力资本和科技进步。 两者并

不是割裂的，人力资本通过国内技术创新和国际技术扩散两种渠道促进经济增长［１１］。 在经济发展前

期，技术扩散作用更大；在经济发展后期，技术创新作用更大。 技术扩散和技术创新共同构成技术进

步，而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引擎［１２］。 在大科学时代，无论是技术进步还是创新人才培养，都越来越

依赖于科学进步。 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军事实力突飞猛进，但是不少学者质疑这

种增长是不可持续的，是依赖人口红利和资源大手笔投入的粗放式增长［１３］。 更有部分极端的国外学

者罔顾价值中立的学术伦理，带着霸权的政治心态质疑我国科研质量提升难以突破是因为没有西方

所谓的“民主自由”的政治体系，而少量的质量突破则是依赖与西方发达国家进行科研合作［１４］。 科学

地评估我国科研崛起现状，理性地探讨我国科研进一步提升质量的困难之处和可能的出路，是中国学

者不能推卸的责任。
大学科研与经济发展到底是谁促进了谁？ 不同发达程度地区的高校研发投资决策在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之间应该如何倾斜？ 已有实证文献多从理论出发，验证大学科研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
邬备民使用 １９８７—２００８ 年的数据对浙江省高等教育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进行 Ｇｒａｎｇｅｒ 因果关系检

验，发现仅存在经济增长对科研投入的单向促进作用，浙江省科研与区域经济之间的传导机制存在阻

滞，认为浙江省高校科研方向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应该保持一致［１５］。 来自陕西省的数据则发现不同

来源、不同结构的科研经费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有差异，政府和企业的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作用更

大，基础研究经费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且两者都具有滞后性特征［１６］。 类似的基于某个省

·７５·

刘丽华，沈红． 高校研发经费投入与我国经济增长是双向因果关系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 ＰＶＡＲ 实证研究［Ｊ］ ． 重庆高教研究，２０２２，１０（６）：５５－７１．

① 尽管不少文献指出，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这种划分已经不适合知识生产模式早已发生改变的当下，但是为了简

化模型，本文依旧采用这种分类方式，并不深入探讨这种科研属性分类，希望未来可以发展出更科学的分类方式［１０］。



份的区域研究比较丰富，这些实证研究让数据说话，使得学界更深刻地反思高校科研对经济增长促进

作用的理论与实践的差异，并提醒学者考虑环境因素和遗漏变量的影响，在推进知识增长方面具有重

要意义。 但是此类区域研究有一个明显的缺陷，高校科研作用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大学的服务对象不

能停留在区域层面，仅使用一个省份数据并不能解释当下我国高校科研与经济增长间的作用关系。
就中国不同地区而言，大学科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随着测量数据和方法的不同而呈现出差异性。 比

如王海兰等人使用 ２００２—２０１３ 年面板数据研究后发现，从东部到中部再到西部地区，我国高校经费

投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依次递增［１７］；王涛等人使用 ２０１３—２０１７ 年省级面板数据分析发现，高校

科研创新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联度大小大体上与区域经济水平呈负相关关系［１８］；王晓婷使用 ２０００—
２０１３ 年全国 ３０ 个省份数据构建基于生产的函数模型，基于层次分析加权评价法与木桶原理的乘数

合成法两者的平均值，计算得出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科研生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指数依次递减（分
别为 ７． ０５２、３． ７０４ 和 ３． ４３７） ［１９］。 此外，不同来源的科研经费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以及不同投

入要素（人员和经费）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２０］ 均呈现出差异性。 总之，尽管研究结论存在冲

突，大多数实证研究均表明高校科研对不同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存在异质性，其具体原因则需要更多

实证研究和理论解释。
余继等人使用 ２０００ 年、２００５ 年、２００８—２０１６ 年 ３３ 个国家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控制了资本、

劳动力、技术进步、人均教育年限、产业结构等因素后，大学研发经费和研发人员均显著正向促进经济

增长，大学研发经费的促进作用在不同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早期更明显，自 ２０１５ 年后，中国传统

投入要素的发展动力不断减弱［２１］。 这项实证研究推进了大学科研对经济增长作用特点的理解，但是

由于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并不能令人信服地解决内生性问题。 此外，潘士远等人利用 ＯＥＣＤ 国家面板

数据测算出各个国家的研发结构与经济增长呈现倒 Ｕ 型关系，在经济发展早期，应用研究作用更大，
在人均收入达到 １７ ０００～ ２２ ０００ 美元这一拐点之后，基础研究投入作用更大［２２］。 这项研究为重视基

础研究提供了理论支持，使用动态面板回归和工具变量回归多种方法解决内生性问题，从单侧验证大

学科研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启发意义。
综上所述，当前相关研究存在 ３ 个主要问题：第一，区域研究对大学科研溢出效应的解释难以令人

信服，大学科研对经济增长作用的边界难以确定；第二，不同研究方法和数据得出的结论存在较大争议，
未来需要更多方法上的改进；第三，少有文章将描述现象与理论建构结合起来，多泛泛而谈，这主要是因

为高校科研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仍然是一个黑箱。 总之，探索大学研发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正成为国

内外学者关注的重要课题，是对高等教育与国家经济增长这一经典教育经济学问题的扩展和细化。 目

前实证研究在解释现象和规律探索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但都不能充分回答本文提出的两个问题。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

面板向量自回归（Ｐａｎｅｌ Ｖｅｃｔｏｒ Ａｕｔｏ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ＶＡＲ）模型从时间和地区两个维度丰富数据，将
所有变量转化为内生变量进行处理，可使用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探索变量的双

向因果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相对大小、方向和滞后效应。 但是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因果关系并不是

真正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它只是一种动态相关关系，表明一个变量对另一个变量的预测能力［２３］。
本文构建的向量自回归 ＰＶＡＲ 模型如下：

ｙｉｔ ＝ ∑
ｋ

ｊ ＝ １
β ｊｙｉ，ｔ －ｊ ＋ γｉ ＋ δｔ ＋ εｉｔ

其中，β ｊ 表示滞后 ｊ阶的系数矩阵，γｉ 表示地区固定效应，ｉ表示样本单位（省份），δｔ 表示时间固定

·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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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应，ｔ 表示时间刻度（年份），εｉｔ 表示随机误差项。在探讨高校科研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时，ｙｉｔ 为二维

内生变量向量，分别为高校研发经费投入和经济增长指标。在探讨高校科研类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

及不同科研类型之间的关系时，ｙｉｔ 为三维内生变量向量， 分别为高校 Ｒ＆Ｄ 中基础研究经费、应用研

究经费和经济增长。
（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１９９９—２０１９ 年高等学校研究与试验发展内部经费支出、高等学校基础研究内部经费支

出、应用研究内部经费支出作为科研经费投入指标①，地区人均 ＧＤＰ② 作为经济增长指标。 本文中所

有经费数据均以 ２０１０ 年为基期，使用居民消费指数消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并对这些数据做了自然

对数平滑处理以缓解剧烈波动，消除时间序列的异方差，同时没有改变数据间的线性关系，因此不会

对数据信息表达产生影响。 处理后的指标分别记作 ｌｎＲＤ、ｌｎＢＲＤ、ｌｎＡＲＤ 和 ｌｎＰＧＤＰ（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说明

维度 变量 指标 处理后

研发经费

Ｒ＆Ｄ 总投入 高等学校 Ｒ＆Ｄ 内部经费支出（ＲＤ） ｌｎＲＤ

基础研究投入 高等学校 Ｒ＆Ｄ 基础研究内部经费支出（ＢＲＤ） ｌｎＢＲＤ

应用研究投入 高等学校 Ｒ＆Ｄ 应用研究内部经费支出（ＡＲＤ） ｌｎＡＲＤ

经济增长 经济增长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ＰＧＤＰ） ｌｎＰＧＤＰ

　 　 数据来源：２０００—２０２０ 年的《科技统计资料汇编》《中国统计年鉴》③

经典经济区域划分大多基于各省份的地理位置，进而将我国划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
这样的划分并不能有效反应各省份经济差异。 本文借鉴苏屹等学者的做法［２４］，以各省份 ２０１９ 年的

人均 ＧＤＰ 为分类标准，将人均 ＧＤＰ 大于全国平均值的划分为发达地区，小于全国平均值的划分为欠

发达地区④。
（三）技术路线

使用 Ｓｔａｔａ １５． ０ 首先对调整后的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其次对于平稳的数据根据信息准则确定

阶数，选择模型最优滞后阶数，确定变量间是否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并应用 ＧＭＭ 估计计算模型各

变量相互影响系数，最后对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关系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来测量这种促进作用

·９５·

刘丽华，沈红． 高校研发经费投入与我国经济增长是双向因果关系吗：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 ＰＶＡＲ 实证研究［Ｊ］ ． 重庆高教研究，２０２２，１０（６）：５５－７１．

①

②

③

④

我国的统计口径将高校研发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与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定义，基础研究用来
反映知识的原始创新能力，指为了获得关于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揭示客观事物的本质、运动规
律，获得新发现、新学说）而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研究，它不以任何专门或特定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其成果以科学
论文和科学著作为主要形式。 应用研究指为获得新知识而进行的创造性研究，主要针对某一特定的目的或目标。 应
用研究用来反映对基础研究成果应用途径的探索，是为了确定基础研究成果可能的用途，或是为达到预定的目标探
索应采取的新方法（原理性）或新途径，其成果形式以科学论文、专著、原理性模型或发明专利为主。 试验与发展主要
反映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技术和产品的能力，是科技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物化成果，指利用从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
际经验所获得的现有知识，为产生新的产品、材料和装置，建立新的工艺、系统和服务，以及对已产生和建立的上述各
项作实质性的改进而进行的系统性工作，其成果形式主要是专利、专有技术、具有新产品基本特征的产品原型或具有
新装置基本特征的原始样机等。 本文将应用研究和试验与发展合并，统称为应用研究，不少研究均使用此类方法。

本文引用的参考文献均使用了人均 ＧＤＰ 作为经济增长指标，常见的经济增长指标还有 ＧＤＰ 以及 ＧＤＰ 的增
速，直接使用 ＧＤＰ 原始数据在本文模型中不能通过平稳性检验，对其进行差分对数处理后（相当于 ＧＤＰ 增速）的结果
与本文结果一致。

２０００ 年前后各省份经费统计口径呈现出较大差异，而 ２０２１ 年的《科技统计资料汇编》截止到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份
尚未出版，因此在模型分析部分数据区间为 １９９９—２０１９ 年。 但是描述性统计的图示部分（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和 ２００５—
２０２０ 年）使用的是全国总体数据，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检索日期为 ２０２２ 年 １ 月 １５ 日，最早无缺失可检索到 １９９５
年（不同来源经费可检索到 ２００５ 年），最新数据为 ２０２０ 年。

本文样本包括大陆地区 ３０ 个省份。 其中，西藏存在缺失值剔除样本；发达地区有北京、上海、江苏、浙江、福
建、广东、天津、湖北、重庆和山东，其余 ２０ 个省份为欠发达地区。



的动态变化，以及进行方差分解来分析每一时刻的不同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解释比例，从而评价不

同因素对这一变量的重要性。 研究的技术路线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技术路线图

四、实证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分析

各变量在 １９９９—２０１９ 年的描述性统计数据如表 ２ 所示。 以 ２０１０ 年的价格计算，我国高等学校

研发经费总投入由 １９９９ 年的 ７８． ７７ 亿元增长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１ ４３７． ９９ 亿元，增长了 １８． ２５ 倍；人均 ＧＤＰ
由 １９９９ 年的 ８ ９６７ 元增长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５６ ４９２ 元， 增长了 ６． ２９ 倍。 １９９９—２０１９ 年，发达地区的年平

均高校研发经费投入（３６． ７ 亿元）是欠发达地区年平均高校研发经费（１０． ２８ 亿元）的 ３． ５７ 倍；发达

地区的高校基础研究年平均经费投入（１２． ９７ 亿元）是欠发达地区年平均经费投入（３． ６０ 亿元）的

３． ６０倍；发达地区的高校应用研究年平均经费投入（２３． ７０ 亿元）是欠发达地区年平均经费投入

（６． ６８ 亿元）的 ３． ５５ 倍；发达地区的人均 ＧＤＰ（４８ ７４２． ８ 元）是欠发达地区人均 ＧＤＰ（２３ ６６０． ７ 元）的
２． ０６ 倍。 但是，发达地区各项指标的标准差均大于欠发达地区，资源分布更不均衡。 在经济发达地

区，应用研究经费投入是基础研究经费投入的 １． ４３ 倍；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应用研究经费投入是基础

研究经费投入的 １． ８３ 倍。 综上，尽管我国各省份的应用研究经费投入均远高于基础研究，但是相对

而言，经济发达地区更重视基础研究，经济欠发达地区更重视应用研究。 这可能是因为经济实力雄厚的

省份更有能力投资于回报周期较长的基础研究，也可能是发达地区的技术突破更依赖于基础研究，所以

发达地区更有动机投入基础研究。 那么，不同类型的高校科研活动是否在不同地区呈现异质性？ 下文

将尝试回答这一问题。
表 ２　 １９９９—２０１９ 年各变量原始数据的描述性统计

地区 变量 样本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总体

ＲＤ ６３０ １９０ ７８３． ７ ２７１ ００９． ０ １３２． ２ ２ ３１２ ８２２． ０

ＢＲＤ ６３０ ６７ ２４３． ４ １０８ １５０． ５ ４０． ９ ８４２ ４４６． ３

ＡＲＤ ６３０ １２３ ５４０． ４ １６７ ４０９． ８ ９０． ７ １ ４７０ ３７６． ０

ＰＧＤＰ ６３０ ３２ ０２１． ４ ２３ ３２６． ４ ３ １１２． ２ １３５ ２５６． ３

发达地区

ＲＤ ２１０ ３６６ ７４８． ７ ３８１ ２７９． ７ ８ ４６９． ６ ２ ３１２ ８２２． ０

ＢＲＤ ２１０ １２９ ６７７． ０ １５９ ５２７． ７ １ ７１６． ７ ８４２ ４４６． ３

ＡＲＤ ２１０ ２３７ ０７１． ７ ２２７ ９７５． ６ ５ ９０１． １ １ ４７０ ３７６． ０

ＰＧＤＰ ２１０ ４８ ７４２． ８ ２８ ５６６． ０ ６ ６６７． ０ １３５ ２５６． ３

欠发达地区

ＲＤ ４２０ １０２ ８０１． ２ １２０ ２６９． １ １３２． ２ ６４７ ２７５． １

ＢＲＤ ４２０ ３６ ０２６． ５ ４３ ９７８． ６ ４０． ９ ２０５ ９８３． ８

ＡＲＤ ４２０ ６６ ７７４． ７ ８０ ３６１． ７ ９０． ７ ４４２ ８０１． ８

ＰＧＤＰ ４２０ ２３ ６６０． ７ １４ １２７． ６ ３ １１２． ２ ６４ ０３４． ６

　 　 注：涉及金额指标均以 ２０１０ 年物价水平计量，研发经费单位为万元，人均 ＧＤＰ 单位为元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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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科研结构来看，尽管高等学校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投入均在增长，但是其占比有所波动

（如图 ２）。 其中，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总经费支出的比例几乎一路飙升，由 １９９５ 年的 １５． ３７％断

断续续增长到 ４０％ 左右（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高校应用研究经费支出占总经费的比例由 １９９５ 年的

８４． ６３％下降到 ２０２０ 年的 ６１． ５０％ ，变化趋势为先略有下降，近年来略有反弹，但应用研究经费支出

始终占据最大比例。 高校研发经费主要来自政府（６０％左右）和企业（３０％左右），且大部分是中央财

政投入，地方财政、企业和其他社会力量投入较少，经费来源单一。

图 ２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我国高校研发结构变迁（％ ）和 ２００５—２０２０ 年科研经费来源变迁（％ ）

从绝对数值（如图 ３）来看，我国对高校研发经费投入大幅增长，特别是高校基础研究经费，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年平均增长率高达 １７． ３８％ （但人力投入年平均增长率仅为 ５． ７４％ ）。 在 ２０２０ 年，高
校基础研究经费达 ７２４． ８４ 亿元（以当年价计），占全国研究经费 １ ４６７． ００ 亿元的 ４９． ４１％ 。 尽管我国

高校研发经费特别是基础研究经费的增长态势喜人，但是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我国基础研究经费

与应用研究经费金额仍存在较大差距。 在应用研究发挥作用较大的经济发展初期阶段，科研经费向

应用研究倾斜无可非议，但是应该警惕这种倾斜的政策惯性跟不上创新型国家发展的需求。 第二，与
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仍然严重不足。 以美国为例，这一比例近年来持续高达

７０％左右。 此外，我国基础研究占总研发经费比例尽管增长较快，但是与发达国家１５％～２５％ 相比差

距较为明显。 从要素结构来看，大学科研人员全时当量在 １９９５—２０１８ 年一直缓慢增长，２０１９ 年增幅

较大，说明尽管高校研发管理中存在重物轻人的问题，但是呈现出缓解趋势。 总体而言，我国高校 Ｒ＆Ｄ
管理体制中存在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重物轻人、经费来源单一等问题，这与相关文献结论一致［７］。

图 ３　 １９９５—２０２０ 年我国高校基础研究经费变化趋势（亿元）和 Ｒ＆Ｄ 折合全时人员当量（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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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平稳性检验与阶数确定

经过处理后的 ｌｎＲＤ、ｌｎＢＲＤ、ｌｎＡＲＤ 和 ｌｎＰＧＤＰ 这 ４ 个变量的 ＬＬＣ 检验统计量均在 １％或 ５％水平

上通过平稳性检验（见表 ３），即本研究中模型 １ 和模型 ２ 的面板数据均是平稳的。

表 ３　 变量的面板单位根检验结果（ＬＬＣ 检验）

总体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ｌｎＲＤ － ８． ２６５∗∗∗ － ２． ７０３∗∗∗ － ７． ３６７∗∗∗

ｌｎＢＲＤ － ３． ９９４∗∗∗ － ２． ５９４∗∗∗ － ３． ９９１∗∗∗

ｌｎＡＲＤ － ６． ８１１∗∗∗ － ３． １４４∗∗∗ － ７． ４８４∗∗∗

ｌｎＰＧＤＰ － ３． ４５７∗∗∗ － ３． ９０７∗∗∗ － ２． ２３２∗∗

　 　 注：∗∗∗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根据构建的高校研发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的 ＰＶＡＲ 模型（模型 １）、不同类型的高校科研与经济

增长的 ＰＶＡＲ 模型（模型 ２）确定总体样本、发达地区样本和欠发达地区样本的滞后阶数。 一方面，只
有滞后阶数足够大才能有效反映模型的动态特征；另一方面，滞后阶数过大也会使要估计的参数过

多，自由度减少以至于模型无法估计。 根据表 ４ 信息准则，权衡 ＡＩＣ、ＨＱＩＣ 和 ＢＩＣ 的结果（少数服从

多数），确定模型 １ 的总体样本、发达地区样本和欠发达地区样本的滞后期分别为 ２、４、２；模型 ２ 的总

体样本、发达地区样本和欠发达地区样本的滞后期分别为 ４、４、１。

表 ４　 ＰＶＡＲ 模型滞后阶数选取

地区
模型 １

Ｌａｇ ＡＩＣ ＢＩＣ ＨＱＩＣ

模型 ２

ＡＩＣ ＢＩＣ ＨＱＩＣ

总体

发达地区

欠发达地区

１ － ２． ３１５ － １． ８２７ － ２． １２５ － １． １６１ － ０． ４０６ － ０． ８６６

２ － ２． ５４３∗ － ２． ００３∗ － ２． ３３２∗ － ０． ３８６ ０． ４７３ － ０． ０５０

３ － １． ５７８ － ０． ９８０ － １． ３４４ １． １４２ ２． １１３ １． ５２２

４ １． ６９５ ２． ３５６ １． ９５５ － ２． ４３１∗ － １． ３３６∗ － ２． ００１∗

５ １． ６２８ ２． ３５９ １． ９１６ － ２． ０２５ － ０． ７９２ － １． ５３９

１ － ３． ５０１ － ３． ０９１∗ － ３． ３３５ ０． ０２７ ０． ６９３ ０． ２９７

２ － ２． ８６３ － ２． ３６６ － ２． ６６１ － ２． ５６１ － １． ７１０ － ２． ２１６

３ ２． ２３０ ２． ８２０ ２． ４７０ － ３． ３９６ － ２． ３４４ － ２． ９６９

４ － ３． ６６６∗ － ２． ９７４ － ３． ３８５∗ － ４． ２６６∗ － ２． ９９８∗ － ３． ７５１∗

５ － ３． ０６３ － ２． ２６０ － ２． ７３７ － ３． ４９９ － １． ９９４ － ２． ８８７

１ － １． ９４１ － １． ４８５ － １． ７６０ － ０． ７９０∗ － ０． ０７５∗ － ０． ５０６∗

２ － ２． ２９３∗ － １． ７７５∗ － ２． ０８７∗ － ０． ７１４ ０． １２８ － ０． ３７９

３ － １． ６６６ － １． ０８１ － １． ４３３ １． ９７６ ２． ９５５ ２． ３６６

４ － １． ２１７ － ０． ５５８ － ０． ９５４ － ０． ４５６ ０． ６７５ － ０． ００４

５ － １． ５１１ － ０． ７７０ － １． ２１５ ２． ７４３ ４． ０４０ ３． ２６２

　 　 注：∗∗∗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三）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如表 ５ 所示。 就全国总体样本而言，检验结果在 ５％显著性水平上，说
明高校研发经费投入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但是经济增长不是高校研发经费投入的格兰杰因。 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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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之，高校研发经费投入可以预测经济增长，但是反之不成立。 该研究结论同样适用于欠发达地区。
在经济发达地区，高校研发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表 ５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

地区 原假设 Ｃｈｉ２ Ｐ 结论

总体（Ｍ１）

发达地区（Ｍ１）

欠发达地区（Ｍ１）

ｌｎＰＧＤＰ 不是 ｌｎ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０． ９３ ０． ６２９ 接受

ｌｎＲＤ 不是 ｌｎＰＧＤＰ 的格兰杰因 ８． ９７ ０． ０１１∗∗ 拒绝

ｌｎＰＧＤＰ 不是 ｌｎ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２． ４１ ０． ６６０ 接受

ｌｎＲＤ 不是 ｌｎＰＧＤＰ 的格兰杰因 ５． ５７ ０． ２３３ 接受

ｌｎＰＧＤＰ 不是 ｌｎ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１． ２４ ０． ５３７ 接受

ｌｎＲＤ 不是 ｌｎＰＧＤＰ 的格兰杰因 ６． ８９ ０． ０３２∗∗ 拒绝

总体（Ｍ２）

发达地区（Ｍ２）

欠发达地区（Ｍ２）

ｌｎＡＲＤ 不是 ｌｎＢ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６． ５８ ０． １６０ 接受

ｌｎＰＧＤＰ 不是 ｌｎＢ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５． １６ ０． ２７１ 接受

ｌｎＡＲＤ 和 ｌｎＰＧＤＰ 不是 ｌｎＢ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９． ５０ ０． ３０２ 接受

ｌｎＢＲＤ 不是 ｌｎＡ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３． ７４ ０． ４４２ 接受

ｌｎＰＧＤＰ 不是 ｌｎＡ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２． １５ ０． ７０９ 接受

ｌｎＢＲＤ 和 ｌｎＰＧＤＰ 不是 ｌｎＡ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６． ４０ ０． ６０２ 接受

ｌｎＢＲＤ 不是 ｌｎＰＧＤＰ 的格兰杰因 ２． ６１ ０． ６２５ 接受

ｌｎＡＲＤ 不是 ｌｎＰＧＤＰ 的格兰杰因 ３． ０６ ０． ５４８ 接受

ｌｎＡＲＤ 和 ｌｎＢＲＤ 不是 ｌｎＰＧＤＰ 的格兰杰因 ６． １５ ０． ６３０ 接受

ｌｎＡＲＤ 不是 ｌｎＢ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８． １６ ０． ０８６∗ 拒绝

ｌｎＰＧＤＰ 不是 ｌｎＢ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６． ２２ ０． １８３ 接受

ｌｎＡＲＤ 和 ｌｎＰＧＤＰ 不是 ｌｎＢ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９． １８ ０． ３２７ 接受

ｌｎＢＲＤ 不是 ｌｎＡ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８． ２２ ０． ０８４∗ 拒绝

ｌｎＰＧＤＰ 不是 ｌｎＡ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２． ８６ ０． ５８１ 接受

ｌｎＢＲＤ 和 ｌｎＰＧＤＰ 不是 ｌｎＡ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１１． ８１ ０． １６０ 接受

ｌｎＢＲＤ 不是 ｌｎＰＧＤＰ 的格兰杰因 ３． ４０ ０． ４９３ 接受

ｌｎＡＲＤ 不是 ｌｎＰＧＤＰ 的格兰杰因 ５． ６４ ０． ２２８ 接受

ｌｎＡＲＤ 和 ｌｎＢＲＤ 不是 ｌｎＰＧＤＰ 的格兰杰因 １８． ８１ ０． ０１６∗∗ 拒绝

ｌｎＡＲＤ 不是 ｌｎＢ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０． ５３ ０． ４６８ 接受

ｌｎＰＧＤＰ 不是 ｌｎＢ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１． １０ ０． ２９５ 接受

ｌｎＡＲＤ 和 ｌｎＰＧＤＰ 不是 ｌｎＢ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２． １４ ０． ３４３ 接受

ｌｎＢＲＤ 不是 ｌｎＡ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２． ４８ ０． １１５ 接受

ｌｎＰＧＤＰ 不是 ｌｎＡ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０． ２３ ０． ６３０ 接受

ｌｎＢＲＤ 和 ｌｎＰＧＤＰ 不是 ｌｎＡＲＤ 的格兰杰因 ５． ６４ ０． ０６０∗ 拒绝

ｌｎＢＲＤ 不是 ｌｎＰＧＤＰ 的格兰杰因 １８． ８５ ０． ０００∗∗∗ 拒绝

ｌｎＡＲＤ 不是 ｌｎＰＧＤＰ 的格兰杰因 ４． ８９ ０． ０２７∗∗ 拒绝

ｌｎＡＲＤ 和 ｌｎＢＲＤ 不是 ｌｎＰＧＤＰ 的格兰杰因 １９． １１ ０． ０００∗∗∗ 拒绝

　 　 注：∗∗∗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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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 ２ 的检验结果表明，就全国总体样本而言，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应用研究经费投入与经

济增长之间均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 但是在发达地区样本中，检验结果在 １０％ 显著性水平上，说
明高校基础研究与高校应用研究互为格兰杰因，即在经济发达地区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可以预测

应用研究的经费投入，反之亦然。 在欠发达地区，检验结果在 １％显著性水平上，说明高校基础研究

经费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检验结果在 ５％显著性水平上，说明高校应用研究经费是经济增长的格

兰杰因。 换言之，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高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均可以预测经济增长。
综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有 ３ 点发现：第一，就全国样本来看，无论是高校基础研究还是高校应

用研究与经济增长均不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模型 ２），但是他们的整体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模型

１）；第二，高校科研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在发达地区并不显著，反而在经济不发达地区显著；第三，经济

发达地区的高校基础研究与高校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更紧密。
值得注意的是，格兰杰因果关系只是检验其是否显著，并不能识别出影响的方向和大小。 下文将

检验这一关系的相对大小和方向。
（四）ＰＶＡＲ 的 ＧＭＭ 估计结果

采用 ＧＭＭ 估计方法进行模型 １ 面板回归分析的结果如表 ６ 所示。 将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

量，在全国样本中，滞后 ２ 期的高校研发经费投入对当期经济增长有显著促进作用，滞后 １ 期的高校

研发经费投入对当期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 这一结论同样适用于欠发达地区，但是在发达地区，高校

研发投入对当期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 将高校研发经费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无论是在发达地区、欠
发达地区还是总体样本中，经济增长对高校研发投入的作用均不显著。 模型 １ 的 ＧＭＭ 估计结果与

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结果一致，表明模型 １ 中的格兰杰因果关系为正向促进作用。

表 ６　 ＰＶＡＲ 模型 １ 的 ＧＭＭ 估计结果

变量
总体

ｈ＿ｌｎＰＧＤＰ ｈ＿ｌｎＲＤ

发达地区

ｈ＿ｌｎＰＧＤＰ ｈ＿ｌｎＲＤ

欠发达地区

ｈ＿ｌｎＰＧＤＰ ｈ＿ｌｎＲＤ

Ｌ１． ｈ＿ｌｎＰＧＤＰ ０． ５７１∗∗∗ － ０． １５９ １． ２６８∗∗∗ １． ４６６ ０． ６５６∗∗∗ － ０． ２９２

Ｌ１． ｈ＿ｌｎＲＤ － ０． ００４ ０． ５２１∗∗∗ ０． ０５７ １． １３０∗∗∗ － ０． ００６ ０． ５００∗∗∗

Ｌ２． ｈ＿ｌｎＰＧＤＰ ０． １８１∗ ０． １５２ － ０． ４４１∗∗∗ － ０． ４１４ ０． １２６ ０． ２５４

Ｌ２． ｈ＿ｌｎＲＤ ０． ０６１∗∗∗ ０． ２９３∗∗∗ ０． ００７ － ０． １２８ ０． ０５１∗∗∗ ０． ３１３∗∗∗

Ｌ３． ｈ＿ｌｎＰＧＤＰ ０． ７１１∗∗∗ ０． ０２９

Ｌ３． ｈ＿ｌｎＲＤ － ０． ０３１ － ０． ０８９

Ｌ４． ｈ＿ｌｎＰＧＤＰ － ０． ５２２∗∗∗ － ０． ５５４

Ｌ４． ｈ＿ｌｎＲＤ － ０． ０４７ － ０． ０９２

　 　 注：∗∗∗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采用 ＧＭＭ 估计方法对模型 ２ 面板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７ 所示。 将经济增长作为被解释变量，在
全国样本和发达地区样本中，滞后的高校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经费投入对当期经济增长作用不显著。
在欠发达地区，滞后 １ 期的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对当期经济增长作用显著为正，而滞后 １ 期的高校

应用研究经费投入对当期经济增长作用显著为负。 将高校应用研究经费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滞后

的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和人均 ＧＤＰ 对高校应用研究经费投入当期的作用均不显著。 将高校基础

研究经费投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在全国样本中，滞后 ４ 期的高校应用研究经费投入对当期的高校应用

研究经费投入具有显著负向影响。 在发达地区，滞后 ４ 期的人均 ＧＤＰ 对当期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

的作用显著为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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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ＰＶＡＲ 模型 ２ 的 ＧＭＭ 估计结果

变量
总体

ｈｌｎＢＲＤ ｈｌｎＡＲＤ ｈｌｎＧＤＰ
发达地区

ｈｌｎＢＲＤ ｈｌｎＡＲＤ ｈｌｎＧＤＰ
欠发达地区

ｈｌｎＢＲＤ ｈｌｎＡＲＤ ｈｌｎＧＤＰ
Ｌ１． ｈｌｎＢＲＤ ０． ３６７∗∗∗ ０． ０５４ － ０． ０３７ ０． １２０ ０． ０７２ － ０． ０７７ ０． ７００∗∗∗ ０． １９７ ０． １２２∗∗∗

Ｌ１． ｈｌｎＡＲＤ ０． ４６６ ０． ８３７∗∗∗ ０． ０７１ ０． ６３４∗∗ ０． ７９９∗∗∗ ０． ０９５ ０． ０８２ ０． ６５８∗∗∗－ ０． ０４８∗∗

Ｌ１． ｈｌｎＧＤＰ ２． ２２７∗∗ ０． ６１６ １． ４０１∗∗∗ １． ７４９∗∗ ０． ２４１ １． ３０１∗∗∗ ０． ２３０ － ０． １０８ ０． ７１０
Ｌ２． ｈｌｎＢＲＤ － ０． ０８８ － ０． ０８４ － ０． ００４ － ０． １３４ － ０． ０１５ － ０． ０５３
Ｌ２． ｈｌｎＡＲＤ ０． ０５２ ０． ０４７ ０． ０１１ ０． ０１３ － ０． ０２６ ０． ０３０
Ｌ２． ｈｌｎＧＤＰ － ０． ７４４∗∗ ０． ０１８ － ０． ４１３∗∗∗ － ０． ５４９ － ０． ０６０ － ０． ３７９∗∗∗

Ｌ３． ｈｌｎＢＲＤ － ０． ０６７ － ０． ０１０ － ０． ０２３ － ０． ０２２ － ０． ０７１ ０． ０２５
Ｌ３． ｈｌｎＡＲＤ ０． １１８ ０． ０６４ － ０． ０１７ － ０． ０４０ ０． ０４９ － ０． ０２８
Ｌ３． ｈｌｎＧＤＰ ０． １８９ － ０． ２０７ ０． ５６９∗∗∗ ０． ３１９ － ０． １９８ ０． ６５６∗∗∗

Ｌ４． ｈｌｎＢＲＤ － ０． ０３９ － ０． ０９４ － ０． ０１６ ０． １９８∗ － ０． ０５４ ０． ０２１
Ｌ４． ｈｌｎＡＲＤ － ０． １６０∗∗ ０． ０１１ － ０． ００７ ０． ０３９ ０． ０２５ － ０． ０３３
Ｌ４． ｈｌｎＧＤＰ － ０． ５０１ － ０． １１０ － ０． ４７４∗∗∗ － ０． ７７４∗ ０． ２１６ － ０． ５２９∗∗∗

　 　 注：∗∗∗表示在 １％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５％水平上显著，∗表示在 １０％水平上显著

（五）脉冲响应函数分析

对通过格兰杰因果检验的变量关系进行脉冲响应函数分析，可以得到各变量受到某种冲击后的

动态反应。 图 ４ 展示了模型 １ 中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变量间的脉冲响应函数关系。 其中，（１）为总

体样本中 ｌｎＰＧＤＰ 对 ｌｎＰＧＤＰ 的脉冲响应；（２） 为总体样本中 ｌｎＲＤ 对 ｌｎＰＧＤＰ 的脉冲响应；（３） 为欠

发达地区样本中 ｌｎＰＧＤＰ对 ｌｎＰＧＤＰ的脉冲响应；（４） 为欠发达地区样本中 ｌｎＲＤ对 ｌｎＰＧＤＰ 的脉冲响

应。 虚线表示 ９５％的置信区间。 由图 ４ 可知，给高校 Ｒ＆Ｄ 经费投入一个正向冲击后，总体样本与欠

发达地区样本变化趋势一致，其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在 １～２ 期内增长较快，之后增长趋势趋于平缓，
其对经济增长最大促进作用的滞后期为 ４。

图 ４　 模型 １ 的脉冲响应结果

图 ５ 展示了模型 ２ 中发达地区样本中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关系。 其中，
（１）为发达地区样本中 ｌｎＢＲＤ 对 ｌｎＢＲＤ 的脉冲响应；（２）为发达地区样本中 ｌｎＡＲＤ 对 ｌｎＢＲＤ 的脉冲

响应；（３）为发达地区样本中 ｌｎＡＲＤ 对 ｌｎＡＲＤ 的脉冲响应；（４）为发达地区样本中 ｌｎＢＲＤ 对 ｌｎＡＲＤ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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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冲响应。 虚线表示 ９５％的置信区间。 由图 ５ 可知，给高校应用研究经费一个正向冲击后，其对基

础研究促进作用在 ０～２ 期内增长较快，之后略有下降，最终趋于平缓，对基础研究最大促进作用的滞

后期为 ２。 给高校基础研究经费一个正向冲击后，其对应用研究促进作用在 ０～１ 期内有所增长，随后

开始下降，２～４ 期内下降较快，最终趋于平缓，对应用研究最大促进作用的滞后期为 １。

图 ５　 发达地区样本的脉冲响应结果

图 ６ 展示了模型 ２ 中欠发达地区样本中存在格兰杰因果关系变量的脉冲响应函数关系。 其中，
（１）为欠发达地区样本中 ｌｎＢＲＤ 对 ｌｎＰＧＤＰ 的脉冲响应；（２）为欠发达地区样本中 ｌｎＡＲＤ 对 ｌｎＰＧＤＰ
的脉冲响应；（３）为欠发达地区样本中 ｌｎＰＧＤＰ 对 ｌｎＰＧＤＰ 的脉冲响应。 虚线表示 ９５％ 的置信区间。
由图 ３ 可知，给高校基础研究经费一个正向冲击后，其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在 １～２ 期内增长较快，随
后略有增长，最后逐渐下降，对经济增长最大促进作用的滞后期为 ３。 给高校应用研究经费一个正向

冲击后，其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在 ０～２ 期内迅速下降，随后略有回升，对经济增长有负向作用（与
ＧＭＭ 估计结果一致）。

图 ６　 欠发达地区样本的脉冲响应结果

（六）方差分解

方差分解描述了每一时刻的不同冲击对内生变量变化的解释比例，据此评价不同因素对这一变

量的重要性。 表 ８ 为模型 １ 中的经济增长指标（ ｌｎＰＧＤＰ）的方差分解，反映高校研发经费投入

（ｌｎＲＤ）与经济增长（ｌｎＰＧＤＰ）分别对经济增长（ｌｎＰＧＤＰ）的解释程度。 随着预测期数的增加，ｌｎＰＧＤＰ
对其本身的解释力度逐渐下降。 从第五个预测期到第二十个预测期，高校研发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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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解释力度基本一致。 这表明，从长期来看，各变量的正交化冲击对所有变量波动的解释力度保持稳

定。 但是，在总体样本中高校研发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第二十期为 ２． ６％ ）大于欠发达

地区样本中的该指标解释力度（第二十期为 １． ６％ ）。 此外，总体样本中经济增长对其本身的解释力

度由第五个预测期的 ９５． ４％下降到第二十个预测期的 ８２． ０％ ；欠发达地区样本中经济增长对其本身

的解释力度由第五个预测期的 ９６． ６％下降到第二十个预测期的 ８５． ０％ 。

表 ８　 模型 １ 的方差分解

变量 期数
总体

ｌｎＰＧＤＰ
欠发达地区

ｌｎＰＧＤＰ
ｌｎＰＧＤＰ ５ ０． ９５４ ０． ９６６
ｌｎＲＤ ５ ０． ０２４ ０． ０１７

ｌｎＰＧＤＰ １０ ０． ８７１ ０． ８９６
ｌｎＲＤ １０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６

ｌｎＰＧＤＰ １５ ０． ８３３ ０． ８６２
ｌｎＲＤ １５ 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６

ｌｎＰＧＤＰ ２０ ０． ８２０ ０． ８５０
ｌｎＲＤ ２０ ０． ０２６ ０． ０１６

　 　 表 ９ 为模型 ２ 中相关指标的方差分解，反映了发达地区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ｌｎＢＲＤ）与应用

研究经费投入（ ｌｎＡＲＤ）对其本身及对方的解释程度，以及欠发达地区的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

（ｌｎＢＲＤ）、应用研究经费投入（ｌｎＡＲＤ）、经济增长（ｌｎＰＧＤＰ）对经济增长（ ｌｎＰＧＤＰ）的解释力度。 在发

达地区，随着预测期数的增加，ｌｎＢＲＤ 对其本身的解释力度由 ５５． ７％下降到 ２９． ３％ ；ｌｎＡＲＤ 对其本身

的解释力度由第五个预测期的 ２１． ５％ 增加到第十个预测期的 ２２． ６％ ，下降到第二十个预测期的

１７． ２％ 。 ｌｎＡＲＤ 对 ｌｎＢＲＤ 的解释力度由第五期的 １５． ５％下降到第二十期的 １０． ９％ ；ｌｎＢＲＤ 对 ｌｎＡＲＤ
的解释力度由第五期的 ８０． ３％下降到第二十期的 ５９． ９％ 。 在发达地区，高校基础研究对其本身的解

释力度大于应用研究对基础研究的解释力度；高校应用研究对其本身的解释力度大于基础研究对应

用研究的解释力度。

表 ９　 模型 ２ 的方法分解

变量 期数
发达地区

ｌｎＢＲＤ ｌｎＡＲＤ
欠发达地区

ｌｎＧＤＰ
ｌｎＢＲＤ ５ ０． ５５７ ０． ２１５ ０． ００８
ｌｎＡＲＤ ５ ０． １５５ ０． ８０３ ０． ００１
ｌｎＧＤＰ ５ ０． ５３１
ｌｎＢＲＤ １０ ０． ３９０ ０． ２２６ ０． ０１３
ｌｎＡＲＤ １０ ０． １３１ ０． ７３６ ０． ００１
ｌｎＧＤＰ １０ ０． ４１７
ｌｎＢＲＤ １５ ０． ３２６ ０． １９１ ０． ０１５
ｌｎＡＲＤ １５ ０． １１８ ０． ６５４ ０． ００１
ｌｎＧＤＰ １５ ０． ３９０
ｌｎＢＲＤ ２０ ０． ２９３ ０． １７２ ０． ０１５
ｌｎＡＲＤ ２０ ０． １０９ ０． ５９５ ０． ００２
ｌｎＧＤＰ ２０ ０． ３８３

　 　 在欠发达地区，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随着预测期数的增加先增加，后趋

于平稳（在第十五和第二十个预测期均为 １． ５％ ）；高校应用研究经费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度在

第二十个预测期为 ０． ２％ ；经济增长对其本身的解释力度由第五个预测期的 ５３． １％下降到第二十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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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期的 ３８． ３％ 。

五、结论与讨论

（一）结论

本文通过构建 ＰＶＡＲ 模型对中国大陆（西藏除外）３０ 个省份高校研发经费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动

态关联进行了实证分析，并根据经济发展程度将这 ３０ 个省份分为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以探讨不

同类型的高校科研活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动态差异。 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从描述性统计结果来看，尽管我国高校研发经费特别是基础研究经费的增长态势喜人，但

是高校对基础研究的重视程度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仍然不足。 此

外，从不同地区来看，尽管我国各地区的应用研究经费投入均远高于基础研究，但是相对而言，经济发

达地区更重视高校基础研究，经济欠发达地区更重视高校应用研究。 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实力雄

厚的省份更有能力投资于回报周期较长的基础研究；另一方面，发达地区的技术突破更依赖基础研

究，所以更有动机投入基础研究。
第二，从全国总体来看（如图 ７），经济增长不能预测高校研发经费投入，但是高校研发经费投入

可以预测经济增长，这种关系表现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 尽管高校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应用研究经

费投入和经济增长之间无格兰杰因果关系，但是高校研发整体上对经济增长有单向且滞后的促进作用。
这种最大促进作用的滞后期为 ４，在第二十个预测期，高校研发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为 ２． ６％。

图 ７　 模型示意图

第三，不同类型高校研发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出区域差异。 从发达地区来看，高校基础研

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更紧密。 高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存在双向促进关系，在第二十个预

测期，高校基础研究对应用研究的解释力度为 １７． ２％ ，高校应用研究对基础研究的解释力度为 １０．
９％ 。 高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表现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关

系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更大。 在经济发达地区，尽管高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紧密，但无论

是“部分”（高校基础研究或者高校应用研究）还是“整体”（高校研发）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为什么均不

显著？ 这里有两点解释：一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繁多，单就研发活动而言，在经济发达地区，企业的

研发活动对经济增长有更积极的正向促进作用，高校研发活动可能通过企业研发活动或者其他活动

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二是发达地区的高校更倾向于从事与经济增长联系不密切的知识生产活动。
第四，从欠发达地区来看，经济增长不能预测高校研发，但是高校研发可以预测经济增长。 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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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的科研活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同，高校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单向促进作用，高校应用

研究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向作用，整体表现为高校研发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单向促进作用。 高校

研发对经济增长最大促进作用的滞后期为 ４，在第二十个预测期，高校研发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为

１． ６％ 。 高校基础研究对经济增长最大促进作用的滞后期为 ３，在第二十个预测期，高校研发对经济

增长的促进作用为 １． ５％ 。 高校应用研究对经济增长最大负向作用的滞后期为 ２，在第二十个预测

期，高校研发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为 ０． ２％ 。 但是，高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没有格兰杰因果

关系，即在欠发达地区高校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联系不紧密。
（二）讨论

我国高等教育实践中一直更重视大学科研的实用价值，这不仅符合传统儒家文化经世致用的实

践理性精神，也顺应我国作为科技后发国家实现追赶超越的现实处境。 哪怕是基于经济增长的实用

主义视角，我国高校也应该更加重视科研的基础研究，尽管基础研究短期内并不“实用”。 随着新时

代对大学科研实用价值的强调，大学内部和外部人员被这种规范性权力引导，被硅谷奇迹吸引，有所

夸大地追逐大学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使得大学呈现出市场化和产业化趋势，甚至对大学的未来发展

形成一种威胁，不重视产学研结合的大学就要被时代所淘汰。 尽管产学研发展一直困难重重，但少有

大学反思走这条路对不对，是不是符合本校的长远发展战略。 几乎所有大学跟风耗费巨资建设名存

实亡的产业园，发展虚有其表的创新创业教育，这种模式是否适合所有的大学仍有待探索，市场化的

程度仍有待商议。 当然，高等教育本身是一门实践学科，很多时候实践经验是走在理论之前的，但是

重要的实践要结合国情、校情来发展，理论要及时反思总结经验，并进一步指导实践。 “创业本来就

有风险，成功率低，我们要紧跟潮流”不是我们跟风建产业园造成大量资源浪费的借口，不能成为获

取国家经费投入的工具，更不能成为我们重视基础研究的障碍。 在国际舞台上，所谓的比较优势理

论①和新自由主义就是守成国家维护其霸权地位、压制其他国家崛起的手段和工具。 在科技发展初

期，我们将重点放在应用研究上是适应国情的必然选择，可以充分利用国际技术扩散和国内技术创

新。 但在科技已然崛起，在多数领域实现与发达国家并跑甚至领跑的时候，守成国不再允许技术扩

散，实施关键技术封锁，巩固其科技生态系统，遏制崛起国家的科技进步，这时以基础研究的重大理论

突破为载体的原始创新能力成为重中之重。
未来应重视大学基础研究的地位和作用，根据不同地区的经济情况采取差异化措施，关注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和试验与发展之间的联系，优化经费投资结构，提高我国高校研发经费的配置效率。 同

时，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激发科研的内生动力，走出一条符合自然规律和中国特色的科技强国之路。
我国已深刻认识到基础研究对科技自强、自主创新的决定性作用，并尽可能给予更大限度的支持。
“十三五”规划第一次明确提出，到 ２０２０ 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占总研究经费比例大幅增长。 《“十四

五”规划和 ２０３５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研发经费投入比重要提高到 ８％以

上。 但是，实现国家科技自立自强，实现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创新型国家转型，不仅需要对

基础研究持续增加投入，同时更要优化投资结构，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改善科研环境。 鉴于此，本文

提出两点思考。
第一，面向重大科技问题，技术反逼科学，警惕传统文化与科学精神的冲突关系。 基础研究一方

面依赖好奇心驱动，另一方面也依赖重大科技问题的反向带动。 一直以来，我国科学发展的驱动力就

是技术。 中国古代技术发达却没有孕育出科学，因为科学与技术存在本体不同，前者解释本质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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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后者优化形成的世界。 中西文化差异使得其认识论也存在不同，中国重经世致用，西方更强调对

抽象真理的追求。 那么如何促进中国科学的半自动化发展？ 我们认为这更依赖我们社会主义道路中

的举国体制，以及我们文化中对实用价值的追求，依托我们对技术的不断优化，倒逼科学前进。 这种

实践理性的文化让中国的技术发展从未真正止步。 当下，技术进步越来越依赖科学的进步，这正是倒

逼科学进步的好时机。 技术创新的重心在企业，知识创新的重心在科研院所和高校，如果两者的定位

不清晰，那么大学中占很大比例的科研终将会被高新技术企业的研发部门所取代。 但是，这种倒逼仍

然问题重重，不能覆盖所有科研领域，无法被技术导向倒逼的其他科学分支还需要激发驱动力，寻找

以学术为业的好奇心以及公正的评价。 中国传统文化在接受现代科学时面临的困境和冲突是一个复

杂的问题。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人与人际世界”的实践理性精神，现代科学强调的是“人与物质

世界”的科学理性精神，两者本来在不同的维度上各有所长，有不同的原则和立场，但是“人”是一个

统一体，如果将人际世界中的原则灵活运用于对抽象真理的追求，那将是对科学精神的极大损害，到
底该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关系值得深思和探讨。

第二，面向经济主战场，探讨因地制宜重视基础研究之路。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强

调，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

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面向经济主战场不能狭隘理解为产学研结合，从经济增长的长远视角来看，大学

科研就应该将重心放在基础研究，重视基础研究与国家需求的根本目标一致，都是强调我国科技的自

立自强和原始创新。 同时，大学科研重视基础研究并不意味着每所大学都强调基础研究，而是站在整

个高等教育系统上的资源分配要旨，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高校应该有所侧重。 经济发达地区可能更

需要基础研究，而经济欠发达地区更需要适应当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应用研究，而不是盲目增加基础研

究的投入。 研究型大学的科研应更重视基础研究，应用型大学的科研应更重视应用研究，甚至有的学

校不需要科研。 总体资源分配重视基础研究，与每所大学根据自己的特点有所选择并不矛盾，但是研

究高深知识的研究型大学毫无疑问需要承担起基础研究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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